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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红霞　 田兆元

　 　 摘　 要：“上海文化”主要包含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等内容。古镇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承载

空间与历史文化渊源，上海古镇文化品牌塑造的重点是要“讲好古镇故事”。民俗通过叙事建构认同，民俗

的多重叙事理论成为古镇文化品牌塑造的抓手，可以在语言、物象、行为的多重叙事中挖掘、整理古镇蕴含

的文化基因，彰显古镇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古镇成为塑造“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民俗谱系的

观念对文化具有宏观和整体上的统摄力，既要建立“上海文化”内部各要素的关联，又要向外传播，与多元

文化进行交流互鉴，这样才更有利于“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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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上海文化”？

“上海文化”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强调了“上海文化”品

牌的“三个文化”———即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并将“上海文化”与“上海服务”“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并列为上海城市建设的“四大品牌”。学界对“上海文化”的研究很多，但很难有一个确切

的定义，特别是如何理清“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较为纠结的问

题。王战认为“海派文化源于江南文化，特色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商业文化。我们应该以优秀的历史文

化传统涵养上海文化品牌，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上海文化，实际上可看成是江南文化演进的 ３．０ 版。”①

熊月之梳理了上海历史文脉与海派文化的关系，指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都跟上海这块

土地一路走来的传统密不可分”。②刘士林强调“上海城市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商业、制造业有关”③，阐

明了上海自古以来的商贸文化特质。这些观点表明“上海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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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总体而言，“上海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域文化类型，具有江南文化、海派文化

的底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红色文化等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时下，对于“上海文化”的研究

应着重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上海文化”的承载空间；其二是“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方式。

上海是一座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我们要反思“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历史根脉是否逐

渐为人们所淡忘？诚然，中心城区也包含着“上海文化”的因子，比如现今仍保存完好并有着活态传承

的弄堂文化、石库门文化等。但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绝大部分中心城区恰恰成为文化传统的

濒危地带，其原因在于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很多植根于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很难

在都市找到栖身场所，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相对而言，散布于上海市郊的古镇兼容性强，处于农业文

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交界地带，保留着较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成为诸多传统文化遗产的“避风港”。因

而，上海古镇与中心城区都是“上海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比中心城区拥有更加良好的文化

生态空间，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上海古镇的发展存在着一些短板，上

海古镇本属于江南古镇的集群，但其文化品牌远没达到“江南六大古镇”这样响亮的标签效果，这与上

海古镇的文化价值是不相符的。仲富兰指出上海古镇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本土文脉受到伤害，切断了

上海与周边江南文化的文脉联系；“非遗”面临断层之虞；公共空间相对薄弱，导致传统文化资源的生

存空间遭到挤压，等等。①黄江平认为上海古镇目前面临着东西部保护与开发不平衡、保护与开发方法

单一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艰难以及生态环境状况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并提出上海古镇文化保护

与开发应遵循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立法、科学规划管理、提高和培养市民

保护意识以及多元投资等途径，实现上海古镇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长远目标。②张磊也指出了上海古镇

面临的类似问题，从而强调“古镇的更新，是产业的更新；古镇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古镇的发展，是

与居民共同发展。古镇要呈现给大众的应该是一份记得住的乡愁，而活着的古镇才能感受乡愁。”③针

对上海古镇存在的诸多不足，应对上海古镇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使其为塑造“上海文

化”品牌发挥应有的价值。

从民俗学的学科视角而言，古镇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承载空间，其文化品牌塑造的重点是要“讲

好古镇故事”。民俗学以研究叙事见长，美国学者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表示：“学界和公众对于民

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的两个领域：叙事和地方性知识”，“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我们领

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④田兆元也强调民俗具有叙事性的重要特征，总结

“民俗叙事绝非仅仅局限于口头和书面文字，还包括仪式行为的叙事，以及物象（图像的、景观的———

人造的和自然的）的叙事。”⑤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古镇文化资源分类的参考，如仲富兰

总结了古镇包含三要素，分别是物质形态要素、非物质形态要素和环境生态要素⑥，这三大要素则大都

以语言、物象、行为等多重叙事为存在和延续的方式。古镇有传说（文本、口头），有实物，有相应的民

俗活动，有的仅以其中一种方式存在，如古镇的部分传说，可能仅存于古老的文献记载，已经成为过去

的文化记忆，而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景观或仪式行为；有的则具有两种以上的叙事形式，能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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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相应的语言载体、物象载体或仪式行为载体。通过民俗的多重叙事，可以发现古镇铺就了“上

海文化”的底色，甚至上海最早的历史文脉都要在古镇的叙事中追溯。于是，古镇的叙事也成为发挥

其文化功能的渠道。

二　 上海古镇的语言叙事与“上海文化”记忆

语言叙事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叙事类型，包括文本的记载和民间口头上的讲述，一部分见之

于相关的历史典籍、地方志等传世文献；更多的则是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而得以保存和延续，主要是

指与古镇文化资源相关的神话、传说等民间故事，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案例探析，钟敬文、刘锡诚等前辈有非

常丰硕的成果，相关的教材、著述、论文、辑录可谓是汗牛充栋。上个世纪前期胡愈之的中国第一篇关

于民间文学的论文《论民间文学》和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都是诞生在上海，对于民间文学的群众性、口

头性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索。肇始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被称为“世纪经
典”和“文化长城”，其中就包括民间故事集成。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内

容被关注，而新时期的“民间文学大系”作为中国文化建设工程为中宣部立项，更加凸显了民间文学作

为民族精神、地方文化的核心资源的价值。

根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各区县分卷等已有的故事集，结合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和田

野调查资料，可以较为全面地收集上海古镇的故事资源，其中有很多是历代传承至今的体现人类文明

起源、上海历史根脉、匠人精神、地方传统、风物特产、景观风貌等方面的故事，应对这部分文化资源进

行重点关注，挖掘其中蕴含的“上海文化”基因，进行民间故事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如旅游开发，影视

片制作，社区文化建设等，为树立“上海文化”品牌助力，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其一，上海古镇的创世神话。很多人对于上海的认识存在很大误区，认为上海是自 １８４３ 年开埠
后才发展起来的，其文明史不到 ２００ 年。事实上，且不说上海拥有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崧泽文化、广
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单是在世代相传的创世神话中，就能寻到悠深的历史根脉。何谓创世神话？田

兆元讲道：“创世神话是人类思维发展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

先启后的意义的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①所谓“创世”不仅包括人类的创生，还应涵盖器物创造、

制度创造和道德创造等内容。可以说，创世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中国文化自信之本，在当代社会中

担当着强本固元，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从相关的文献典籍和各区县的“民间故事集成”中可以

看到，上海地区尤其是在古镇不仅流传着大量的创世神话，还书写了非常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上海

文化”的本土符号。创世神话承载着上海古老的历史记忆，是上海文化根脉的象征，一度被世人所忽

视，近几年，随着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些神话资源也被重新进行讲述和建构。

田兆元特别强调：“创世神话研究在上海的兴起，是城市定位，神话学传统，知识者与市民的共同

选择。”②

在庞大的创世神话谱系中，关于龙文化的讲述是核心的母题，于是才有“龙的传人”这样响亮的叙

事。上海也是龙文化的重要地域，《礼记·曲礼》记载：“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

在上。”“青龙”为东方之神，古代位于吴淞江畔的青龙镇便是上海关于龙的创世神话的有力佐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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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句俗谚：“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被誉为“上海第一镇”，是上海地区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城镇。

万历《青浦县志》载道：“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青龙镇一开始是

唐天宝年间由于军事需要而设立的，之后迅速发展为上海地区最早的海内外贸易港和经济重镇，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其社会生活、市镇格局、经济形态、文化娱乐无不充斥着开放时尚、兼容并包、

积极务实的海洋文化精神和城市文化精神。也就是说，从青龙镇始，就奠定了“上海文化”的基本格

调，可谓上海都市文明的源头。刘士林论道：“正是在以青龙镇为中心的发展中，上海才逐渐有了自己

的城市结构与性格。”①而后，由于沿海一带的环境变迁，吴淞江逐渐淤塞，海岸线东移，青龙镇逐渐为

上海浦取而代之。当时的青龙镇位于今天的白鹤镇东南部和重固镇北部，今尚存青龙村、青龙塔、青

龙寺等代表着龙文化符号的名称。当下，上海仍有龙文化的活态传承，不少非遗项目也是与龙文化相

关，如松江舞草龙、浦东三林舞龙、金山吕巷小白龙等，都表明上海是中华传统龙文化符号的承载

之地。

此外，还有“天地降生”“女娲娘娘捏泥造人”“女娲与一日三餐”“盘古和他的妻子”“人的由来”

等创世神话在上海市郊古镇中流传，成为象征着“上海文化”深厚根脉的语言叙事载体。

其二，上海古镇的典型故事。上海古镇的民间故事种类繁多，涉及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名人轶

事、革命事迹、景观风物、匠心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对于重构地方传统、树立地方形象、促进

文化交流有着很大影响的故事类型，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部分。如孟姜女的故事，顾颉刚先生根据孟姜

女演进历史的研究，认为上海松江是多个孟姜女故事传播地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民间

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罗永麟先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陆续发表了关于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白蛇传

故事、梁祝故事的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于是，罗永麟先生被认为是“中国

四大民间故事”的最早提出者，并率领团队在上海地区展开调查。贺学君先生也是孟姜女研究的重要

贡献者。田兆元《中国传奇》为“孟姜女”设立专题研究，凸显了上海孟姜女研究的意义。施爱东的专

著《孟姜女哭长城》在对大量孟姜女传说研究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采用更多鲜活的民间因素，向大

家展示一个更加立体、形象、完整的孟姜女形象。孟姜女故事也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化叙事，传

说孟姜女在寻夫的路上曾来到江南的松江府，即今闵行区颛桥镇六磊村一带，观音菩萨令东海龙王带

虾兵蟹将为其铺路，直到黄浦江边。②孟姜女也因此具有浓烈江南色彩。

上海松江小昆山镇的“云间两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极具江南文化特质。陆机、陆云是魏晋

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也是松江文化乃至“上海文化”的奠基人，“云间两陆”的故事体

现了松江本土的地域文化特质，也有助于上海文化根脉的研究开发。再如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传说，也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南北交流和满汉民族交融，都具有积极的文化建构价值。

在现当代，还有一些体现红色文化的故事流传，如在青浦区练塘镇，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曾

与吴志喜同志领导了当时苏南著名的小蒸、枫泾暴动，指挥所就位于练塘镇小蒸社区老街东首。暴动

之后，吴志喜和枫泾区委委员陆龙飞一起不幸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殉难于松江小校场。陈云同志

于 １９８４年题写了“吴志喜烈士永垂不朽！”
要之，上海古镇的民间故事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本土文化资源，保存着古镇的文化记忆，是上海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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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脉传承的语言叙事，其文化基因和底色是“海派”的，也是属于“江南”的，有助于讲好古镇故事，

塑造“上海文化”品牌，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

三　 上海古镇的物象叙事与“上海文化”形象的树立

如同有声的语言、有形的文字一样，景观等实物形式也具有向受众“讲故事”的功能，往往能够以

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图像、雕塑、广告牌、导游词”①等元素组成的叙事体系作为载体，表述其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这被称为物象叙事。物象叙事是具有可视性、具象性特征的叙事方式，是对

传统文化的物化凝结，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力获得受众的认知和认同。上海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水

乡风貌，以及塔亭楼阁、瓦肆街巷、风物特产等都属于物象叙事的范畴，尤以景观叙事为主。

如果说语言叙事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景观叙事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固化，将特定的文化与特定

的地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景观通过故事的讲述能把“对时间、事件、经历和

记忆等无形的感知同具体的地点联系起来，由于故事把对地点的体验串联成各种有趣的关系，因而

叙事就能提供认知和形成景观的方法。”②有学者总结，“景观叙事”指“产生于景观和叙事间的相互

作用和彼此关系。景观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

程。”③冯炜论道：“景观叙事暗示了景观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场所构成了叙事，景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

的场景，而且其自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叙事。场所和事件一起产生故事。”④赵毅衡认为，从广义叙事

学上看，“任何符号都能用来讲故事”⑤。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总结，景观本身就是一套叙事体系，

景观叙事是景观的主要意义和功能，没有景观叙事，受众就无法感受和认知景观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

文化价值。

在上海古镇文化资源的背后，很多都附丽着优美的传说，为其增添了诗意的想象和瑰丽的色彩，

更注入了文化的灵魂和活力。在嘉定区南翔镇，流传着“白鹤化缘造寺”的故事，讲述了在南朝梁武帝

立国的时候，南翔还只是一个荒凉的乡村。有一天，当地农民在种地时挖到一块一丈见方的巨石，石

块刚露出地面，天空出现几道彩光，一对丹顶白鹤从远方飞来，在石块上空盘旋，从此，这对白鹤天天

出现，不肯离去。有位叫做德齐的僧人见了，便认定此处为佛国仙境，决定建一座佛寺。神奇的是，每

天白鹤往哪个方向飞，哪里就有人来捐款建寺，不久就筹集到一大笔钱动工建寺。待梁天监四年

（５０５）佛寺落成那天，那对白鹤驮负着德齐和尚向南飞去。那块巨石上留下诗句：“白鹤南翔去不归，
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觉熏修享二时。”为了纪念白鹤，人们取名“白鹤南翔寺”。该寺

在宋时改名为“南翔寺”，到清代由于康熙皇帝赐额“云翔寺”，便以此为名发展至今，传承了一千多年

的香火。仙鹤也已经成为南翔的标志，南翔的仙鹤厅、镇政府广场的仙鹤雕塑等景观将这则故事固化

到当地，形成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地方文化认同。

再比如古镇的桥，可谓最具江南水乡文化特质的景观元素之一，缺失了桥梁，便构不成“小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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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景象和诗性的意象。围绕古镇的桥梁景观有很多的故事，比如关于造桥的习俗，桥上的艺术

装饰（如桥心花、桥联等），桥梁的命名，桥梁背后的人、事、物，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景观叙事题材。青

浦区的金泽古镇历来以“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桥庙文化著称，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曾经形成了“六

观、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的格局。关于金泽桥庙文化的来历，本身就有一段帝王将相的叙事，相

传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臣刘伯温一次护驾到江南巡视，来到金泽一带，察看金泽的地形后大为诧异，他

说，金泽的地形像一只乌龟，乌龟的头是东岳庙，尾巴在洋澜荡，所以南宋看中金泽，要建造 ５ ０４８ 间大
的寺庙。还说金泽的风水好，是福地，要出帝王，假如出了帝王，朱元璋的帝位就不保了。刘伯温要压

制金泽的风水，使这只乌龟不能游动，也就出不了皇帝了。但金泽毕竟是福地，是将相诞生之地，刘伯

温就召集他的部下和金泽官吏，下令大造庙宇，安排一朝阴官，皇帝、丞相、州官等一应俱全。因此，金

泽有了 ４２座寺庙，４２座虹桥。金泽的桥庙文化肇始于宋代，并非明代的创制，传说的讲述自然是虚构
的想象，但景观叙事的功能和价值无关真伪，这则传说是阐释金泽景观风貌特征的关键叙事，烘托了

景观的神圣气氛，提升了金泽的文化高度和地域形象。

景观是不可移动的，是特定地域内固化的传统和文化标签，风物特产则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作

为旅游商品进行流通，更具有传播古镇文化的优势。风物特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树立古镇的地方

文化认同，而认同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与风物特产相关的叙事也是物象叙事的一种形式，为其自身

增添了文化内涵，使之有别于普通的商品，更好地为古镇“代言”。以古镇的特色食品为例，说起丁蹄，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金山区的枫泾古镇；阿婆粽是青浦区朱家角的特产；下沙烧卖则与浦东新场古镇相

联系，等等。在金泽有种名为“状元糕”的糕点，传说当时在上元节以此糕供应献灯、看灯者作点心用，

而得名“上元糕”。又因两位考生食用后得中状元而改称为“状元糕”。相传金泽镇上有一个穷秀才

要上京赶考。为了省钱，其母为他做了一种糕片，烘干后用布袋装好，以备路上充饥之用。哪想这种

烘干了的糕片，香味扑鼻，引得同路赶考的一位富家秀才为之垂涎，尝了此糕后连声叫好。二人结伴

同行，同到京城参加了考试，结果都榜上有名。人们认为他们中榜与吃了那种烘干的糕片有关系，于

是有人就在金泽镇上精心制作，称之为状元糕。这是一则饮食与金榜题名的传奇故事，再配上吉祥的

名称，使一种普通的物品华丽转身为文化商品，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物品本身的价值。在浦东三林，有

“三宝”（三林塘崩瓜、三林塘标布、三林塘酱菜）、“三绝”（三林瓷刻、三林本帮菜、三林刺绣）、“三特”

（三林舞龙、“三月半”圣堂庙会、城隍出巡），都是三林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但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讲

述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了，导致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撑不起三林应有的文化高度。应充分

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传说故事，重塑三林昔日的美名。如关于三林崩瓜来历的故事、“三林标布进京

城”的故事、三林酱菜的传说等，都是古镇风物特产的物象叙事，要多整理、多讲述、多传播，让故事走

进千家万户，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建立情感认同和地域认同，推动古镇形象的树立。

承上所论，景观是地方文化的物化凝结，是不可移动、不可替代的物象呈现，必定和特定的地域捆

绑在一起，可以说，景观是最具备书写地方文化优势的叙事媒介。风物特产往往会进入商品交易市

场，随着购买者的流动而传播到各地，是古镇可依赖的强有力的文化载体。这些物象叙事与古镇密切

关联，对于传播地域文化、树立地域形象、建构文化认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上海古镇的行为叙事与“上海文化”的活态传承

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提供了多角度、立体化的审视文化事象的视角，为受众提供了综合性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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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认知体验。如果说语言叙事是可“说”、可“听”的，物象叙事是可“看”的，那么行为叙事就是可

“做”、可“参与体验”的，可在相关主体的民俗实践中进行生动的呈现。程蔷认为行为叙事“是不以语

言文字为载体而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的叙事”①，并且在“祭祀活动；巫术、符咒活动；游艺活动”三

个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②前两者具有信仰的神圣性的倾向；后者则是世俗的娱乐与狂欢，是在特定的

时间（如传统节日等）、特定的空间（如庙会等）进行的民俗文化活动。

上海古镇处于乡村与都市的交界地带，既可以容纳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又可以向现代工业

文明靠拢，其可张可弛、可传统可现代的包容环境为传统民俗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例如，依

托古镇的水乡环境，发展出了相关的舟船文化，青浦区朱家角的摇快船习俗便是老百姓在农闲时节

（农历七月二十七）在漕河港以船为载体进行的水上竞技表演，结合放生桥的放生仪式、舞钢叉，形成

充满浓厚江南色彩的民俗景象。宝山区罗店的龙船文化有别于舟船的竞渡文化，而是以表演性、观赏

性为主，船身以白、绿、青、玉、金、紫、乌等颜色来指代各街巷的龙船队，体现了“三湾九街十八镇”的江

南水乡格局，已被列入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古镇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非遗项

目，如浦东三林的舞龙、浦东新场的锣鼓书、青浦练塘的田山歌、青浦金泽的商榻宣卷，等等，无不凝聚

着上海的本土文化记忆。

由民间信仰发展起来的庙会活动是民俗活动的综合展示空间，最能体现民俗的行为叙事形态，既有

祭神、谢神的神圣性和肃穆感，又有娱神、娱人的世俗性和释放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整合力。然而传

统的庙会和大多数民俗文化一样，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危机，赵世瑜在上世纪末就意识到“原有的庙会、

民间信仰等仪式，要么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而消失，要么转化成一种单纯的文化展演，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

化整合功能。”③所幸的是，在上海的一些古镇，还有“香汛”等传统庙会的活态传承，有些已被列入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保护。在金泽，有农历三月二十八和九月初九两大香汛。农历三月二十八为传说

中管人生死的泰山神东岳大帝的生日，届时要在东岳庙举办“廿八汛”，有东岳大帝出巡等仪式行为展

演；九月初九要向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杨老爷上香，俗称“重阳汛”。龙华庙会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但

近些年来不断地受到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日渐衰弱，发展状况堪忧。另一项上海市级非遗项目三林圣堂

庙会则具备相对优越的文化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担当打造上海庙会品牌的重任。

三林圣堂即崇福道院，三林圣堂庙会又被称为“崇福香汛”，民国年间的《三林乡志残稿》有载：

“（三月）十五日，崇福道院香汛极盛。十里以内，均来烧香。院前夹道，纷设竹木农器摊，货如山积，乡

人争购，负荷而归。”④里人陈师咸描述道：“心香一束拜玄天，地狱堪忧俗信虔；烛未尽燃嗤已拔，像多

难遍跪谁全。茶棚满座游人杂，竹器成堆夹路连；若为喧嚣)清静，东过海会再言旋。”⑤并撰写了《西
林商家月令竹枝词》：“三月三林香汛来，圣堂场上去徘徊。团箕箬垫如山积，路满游人轧不开。”⑥生

动地描绘了昔日庙会的热闹景象。现在，三林圣堂庙会已被列入上海民俗文化节（落户于三林古镇）

的重点项目，成为对外展示“上海文化”形象的窗口。不仅如此，三林圣堂关于真武大帝（玄天上帝）

的传说是中国的上帝故事，可与台湾的玄天上帝信仰进行互动交流，在两岸之间发挥沟通民众感情、

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圣堂还有抗倭保境安民的传说，这对于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也有

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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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古镇还有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庙会活动，即西城隍神出巡仪式，与圣堂庙会、淋舞龙并称三林

“三特”，其对于三林的文化标志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城隍庙信俗起源于上古时期，是与城市伴生的文

化信俗。在一定程度上，城隍信仰促进了都市的发展，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是上

海城市文化的地标性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一处景观。城隍庙里尊奉的城隍老爷，自古以来

就被民间百姓尊奉为城池保障，是珍贵的民间信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海城隍庙地位很高，人

称不到城隍庙就没有到过大上海。上海城隍出巡是规模宏大的城市盛典，但是今天的上海老城厢城

隍庙已经没有了城隍出巡仪式，甚至连青浦城隍庙、嘉定城隍庙都没有城隍出巡仪式。浦东三林的西

城隍神出巡仪式是上海城隍信俗之硕果仅存者，可作为上海民俗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成为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的重要抓手。

三林民国《三林乡志残稿》有载：“三林赛会，以霜降、十月朝为最盛。是时于旗锣牌伞之外，益以

轿马、五屯、拜香、托香、清音，前扶后拥等。”①里人朱士充曾撰写多篇咏西城隍庙的竹枝词，现摘录几

则如下：

其一：

十月欣逢郊社节，丰收答谢歉求腴。神前跪拜深深愿，保佑年年吃有余。

其二：

丈八方方打唱台，连台好戏尽搬来。酬神莫忘我心喜，演来悲剧也颜开。

其三：

赛会迎神十月朝，家家喜气上眉梢。丰收同庆歉祈祝，争取来年雨露绕。

其四：

赈济出巡非易事，八夫抬轿气森严。扎坛定点从民望，老弱伤残逐仰瞻。

其五：

城隍本是松江府，庖代却烦岳老爷。忠孝爱民千古仰，威灵公足警奸邪。②

这些竹枝词保存了三林西城隍神出巡的文化记忆。当代的仪式由头戴红黑两色帽子、身着三

林土布长袍的人负责鸣锣开道，高举“威灵公”“奉旨出巡”牌匾的城隍仪仗紧随其后，再由主祭引

领西城隍神像起驾出巡。行街队伍由道教仪仗版块、民俗风情版块、文艺表演版块组成，巡游队

伍到达指定位置（一般是三林老街的文昌阁前）后，西城隍神驻驾，主祭诵读祭文，读罢焚烧掉，

向城隍神行礼。礼成。之后，各个行街队伍轮番进行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烘托出热闹、欢快的

气氛。

综上，民俗文化需要以动态的方式进行实践和呈现，上海古镇保留下来并进行活态传承的民俗行

为叙事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性项目，扩展性强，可以推进古镇的旅游事业，聚集古镇的人气，因而成为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文化资源。

结　 　 语

民俗叙事是古镇文化的载体，是破解古镇文化密码的切入口，可以在语言、物象、行为的多重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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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林乡志残稿》，许洪新、胡志芬整理，第 ７１页。
朱士充撰写的竹枝词由三林镇人曹琪能提供。



中挖掘、整理古镇蕴含的文化基因，彰显古镇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古镇成为塑造“上海文化”品

牌的重要力量。在具体实施上，可以借助民俗的谱系观念进行路径的探索。民俗谱系观念认为，民俗

等文化事象是以整体性、互动性为特征，以建构相关群体性认同为旨归的谱系性存在，也就是说，谱系

是构成文化事象的各要素之间构成的网络，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相互间具有力学作用的、相互影响

的有机集合体，每项要素便是谱系中的节点。“上海文化”正是一种谱系性的存在，对内包括地域空

间、相关族群、文化资源等诸多要素；对外涉及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上海古镇可看作是

“上海文化”地域空间谱系中的一个个节点，其文化资源之间应以语言、物象、行为的多重叙事形成整

体的、互动的文化谱系，其中某一方面被割裂开来就会游离于“上海文化”的谱系之外，不利于“上海文

化”品牌的塑造。

上海古镇拥有地域的核心文化资源，不仅可用于地方经济的开发，也可在谱系观念的指导下以文

化建构的视角将地域间的关系打通，与其他地区进行联动发展。比如，可把民间故事作为地域交流的

纽带，将地方文化资源与国家核心文化资源结合起来，让地域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孟姜女故事就

有这样的功能，可以构成“松江—上海—江南”的递进式空间谱系，也形成“上海—山海关”的线性空

间谱系，同时，还可带动相关文化资源的对外展示和合作开发。再如上海古镇的龙文化，也是值得大

书特书的文化资源，可以把青龙镇关于龙文化的叙事与松江舞草龙、金山吕巷小白龙、三林舞龙等活

态民俗联合起来，以整体的姿态共同书写上海地区的龙文化精神，凸显“上海文化”中的国家认同意识

和民族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效力。

总之，从民俗学的视角看，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可以成为考察上海古镇文化资源的切口，叙事不

仅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也是进行对外交流、彰显其文化价值的渠道；民俗谱系的观念对文化具有宏观

和整体上的统摄力，可避免孤立化、碎片式的发展，既要建立“上海文化”内部各要素的关联，又要向外

传播，与多元文化进行交流互鉴，这样才更有利于“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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